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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网络舆情的实质是政府回应问题而非信息问题。 新冠肺炎舆情从酝酿至爆发、
反复，以至最后消减，均与地方政府对公众的疫情需求回应密切相关。 舆情治理要从信息治

理的思路转变到提高政府回应实效的思路上来，即正确定位舆情性质、提高回应能力及解决

回应的机制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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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舆情”是指民众受社会事项刺激而产生的社会政治态度 ［１］ ，网络舆情则是社会事件

经过互联网发酵而引发的网民有关该事件的社会政治态度 ［２］ 。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

统计报告》显示，中国网民数量达 ８．５４ 亿 ［３］ 。 可见，网络舆情已经代表了社会上大部分

民众的主要意见和观点，也可以说“社会存在于传播当中” ［４］ 。 但网络舆情通常具有“有

主张，少论据” 、易于情绪化等特点 ［５］ ，一旦传播不当，容易出现群体极化倾向，形成群体

压力 ［６］ 。 为此，十九大特别提出，要“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 。 对于网络舆情治理，学者们

提出，首先需要对舆情指标体系进行评估 ［７］ ，建立预警系统 ［８］ ，实施网络监控 ［９］ ，并对网

络舆情进行分析 ［１０］ ；然后要从政府应对、媒介管理和网民引导三个方面进行具体治

理 ［１１］ 。 可见，现有研究只关注舆情信息治理的技术、手段和策略，对网络舆情产生的原

因以及怎么解决这些源头因素问题缺乏深入探索，依然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 因

此，舆情治理还需要从源头治理开始，探讨网络舆情的实质是什么，进而针对实质问题提

出治本策略。

二、网络舆情的实质是回应问题

既然网络舆情是社会事件经过互联网发酵而引发的网民有关该事件的社会政治态

度 ［２］ ，那么，网络舆情的源头便是社会事件，这里我们称其为舆情事件。 弄清楚舆情事件

的缘由才能够搞清楚网络舆情的实质。
首先，舆情事件主要是公共问题。 按照尼葛洛庞帝的观点，“网络真正的价值越来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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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信息无关，而和社区相关” ［１２］ 。 这是因为现代社会通过数字编码将现实世界“纳入庞

大的虚拟空间” ［１３］ ，从而根据现实世界创建了一个“人工世界” ［１４］ 。 因此，虚拟世界“其

实也是一个特殊的现实世界” ［１５］ 。 当现实世界中的问题在虚拟世界获得一定点击量，其

便成为舆情事件。
什么问题可以成为舆情事件？ 根据《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 ２０１８） 》 ，２０—２９ 岁的网

民占比最高，而且人均周上网时长为 ２７ 个小时 ［３］ 。 可见，网络世界已经成为年轻人的主

要生活空间。 那么，年轻人主要关注什么？ 根据彼得·达尔格伦（ Ｐｅｔｅｒ Ｄａｈｌｇｒｅｎ） 的研

究，年轻群体参与网络主要表达的是公共问题 ［１６］ 。 这些公共问题在中国主要是社会民生

类事件，其中，又以平等、公平、正义等的诉求最为强烈 ［１７］ 。 可见，舆情事件主要是公共

问题，而不是信息问题。
其次，产生舆情事件的原因是回应不足。 既然舆情事件主要是公共问题，而地方制

度又是公共服务供给的主要承担者 ［１８］ ，那么，地方政府能否及时回应这些公共问题就成

为这些公共问题能否演变成舆情事件的根本原因。 根据相关学者研究，大部分网络舆情

从酝酿到爆发和扩散，再到反复和消减，都与社会公众需求是否得到积极回应密切相

关 ［１９］ 。 例如，２０１９ 年的“龙湖业绩会遭维权” 事件处理及时，舆情只持续了 ４ 天就消失

了 ［２０］ ；相反，“表哥”杨达才事件因为相关政府回应不及时而成为焦点舆情事件 ［１９］ 。 可

见，舆情事件的产生与地方政府对公众的回应有关，只有回应不足才会引发舆情事件。
地方政府回应不足的原因主要在于三个方面 ［１８］ ：一是重视程度问题，“地方政府官

员在公共服务供给认知、观念上的差异会对供给意愿产生较大影响” ；二是能力问题，“地

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水平不一，公共资源使用的效率、效益、效果也会呈现出一定差异” ；
三是机制问题，“若无配套运行机制，则其服务供给也可能出现偏差” 。 显然，解决地方政

府回应不足问题的有效方式不是信息治理，因为信息治理是关于“信息”本身的规范化处

理、传播流程的规范化、传播效果的监测与控制等 ［２１］ ，舆情事件的产生也与信息治理的

好坏无关。
最后，舆情事件治理的关键是有效回应。 既然舆情事件与地方政府对公共问题的回

应有关，那么舆情治理就应该从增强地方政府回应效果出发进行分析。 集中来看主要有

三点内容：一是“激发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动力” ［１８］ ，“及时应对事件” ［２１］ ，也就是重视

公共问题；二是“提高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 ［１８］ ，“切实解决问题” ［２１］ ，也就是提升

治理者能力问题；三是“改善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运行环境” ［１８］ ，“及时发现和处置事

件” ［２１］ ，也就是机制创新问题。 这些提升地方政府回应效果的措施完全是政府对公共问

题的治理手段，并不是信息治理的具体方法。
由此可见，及时发布权威信息、使传统媒体参与网上舆论引导并发挥“意见领袖”作

用的信息治理思路 ［２２］ 已不适合新时代的舆情治理要求。 这种思路主要适合于网民非理

性化时代，因为那个时候的网络舆情不管与政治问题有无关系，网友都将其“与政府、政

党或体制问题挂钩，进而作出泛政治化解读” ［２３］ 。 但是，随着十八大以来网络治理的有

效开展，“网民心态渐趋冷静、理性” ［２４］ ，不仅“认同主流价值” ，而且“助力舆情反转”和

“参与正义发声” ［２５］ 。 因此，这种自觉地通过网络发出自己的意见和声音的主动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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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２６］ ，需要政府主动担责和积极回应 ［２７］ 。
总之，网络舆情的实质就是政府回应问题，是由地方政府对公众问题回应不足引起

的，它不是信息问题，不能依靠舆情引导的传统治理思路来治理，而需要通过地方政府对

公众需求进行有效回应来治理。

三、疫情期间的政府回应与网络舆情发展耦合分析

既然网络舆情实质上是地方政府的回应问题，这里我们将就政府对新冠肺炎疫情的

回应与网络舆情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具体案例分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新浪舆情平台

和清博大数据平台，时间跨度为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至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２５ 日，分三次分别截

取 ２３４ ３８０ 篇、１８６ ８９５ 篇和 １４９ ８２０ 篇相关讯息，总数达 ５７１ ０９５ 篇，舆情报道主要来源

于微信、新浪微博、腾讯新闻企鹅号、网易号、今日头条等几大站点。 以下将就疫情治理

初期、爆发期和扩大期以及平缓期四个阶段中地方政府的回应表现与舆情发展进程的耦

合关系进行分析。
（一）疫情初期的回应缺失与网络舆情酝酿

在网络舆情酝酿期，“网民会因为对现实中的一些现象不满，通过网络平台表达自己

的意见、态度和情绪，如果政府提前做好应对准备，准确预见舆情信息，跟进事件进展，及

时回应公众关切，就可以从源头上进行有效干预” ［１９］ 。 从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下午 ２ 点武

汉市首次公开通报了不明原因肺炎疫情开始，一直到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２０ 日为止，网络舆情

关注热度都很低，相关新闻篇数在 ８１—３７３ 之间徘徊（见图 １） 。 这一阶段属于典型的舆

情酝酿期。 由于我们实行的是属地管理原则，即“谁主管， 谁负责” ［２８］ ，本次疫情的第一

责任主体是武汉市政府。 但武汉市政府在新冠肺炎疫情治理初期对舆情事件定性错误，
从而丧失了舆情治理的最佳时机。

图 １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舆情走势图

资料来源：新浪网微热点舆情平台。

　 　 首先是混淆舆情事件性质，把公共问题当成信息问题。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 日，武汉以“散

布谣言”为理由传唤、处理了八名医务工作者。 之所以误判舆情事件性质，一方面是因为

地方政府没有对舆情内容进行甄别。 八名医务工作者传播的是民生类的公共卫生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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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政治类事件，属于典型的公共问题。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也没有对舆情传播者的行

为是否理性进行甄别。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最初的信息流传于医务系统内，武汉市中

心医院眼科医生李文亮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下午 ５ 点多、武汉协和医院肿瘤科医生谢琳卡

当晚 ８ 点分别在微信朋友圈发出舆情警示。 医务系统网民完全是从专业知识角度分析

舆情事件，属于典型的理性思维。 他们发出舆情警告完全是“参与正义发声” ，对社会关

切，是需要地方政府主动担责、积极回应的。
其次是误用舆情治理手段，把信息手段用作回应手段。 对舆情事件性质的错判导致

了舆情治理手段的错用。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２０ 日，武汉市卫健委明知已经出现医务人员

感染情况，通报的口径却还是“密切接触者中没有发现相关病例” 。 可见，武汉市政府不

是围绕疫情事件真相进行回应，而是期望通过权威信息的及时发布等来引导舆情方向。
这种舆情治理手段完全是针对网络舆情中的非理性行为而采用的信息治理手段，网络舆

情中的非理性行为主要表现为通过“怀疑、否定、恶搞等思维”对政府公信力、执政党权威

性和政治体制适宜度等问题进行扭曲传播 ［２３］ 。 因此，此时的舆情治理应该采取“信息发

布、议程设置和舆论引导”的方式 ［２３］ ，武汉市政府此次显然是误用了舆情治理手段，将信

息手段当成了回应手段。
正是因为对舆情事件性质的错判和治理手段的错用，武汉市政府最初未能及时对公

众进行回应。 武汉市卫健委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下午 ２ 点接到报告后对网民的回应是

“对病原的检测及感染原因的调查正在进行中” “未发现人传人现象、未发现医务人员感

染”和“可防可控” 。 可见，首先是地方职能部门没有查明事件真相；其次，因为职能部门

的漠视，地方政府决策部门也忽视了对公众的回应。 例如，武汉市政府当日常务会议未

将新型冠状病毒相关情况列为议题之一；此后，湖北省和武汉市政府又先后召开了“两

会” ，武汉江岸区百步亭社区还举行了“万家宴” 等密集集会活动。 总体来看，在舆情初

期，武汉市政府对公众的舆情回应是缺失的，以致未能将舆情消除在酝酿阶段。
（二）疫情爆发期的回应不当与网络舆情爆发

在网络舆情爆发阶段，舆情信息会在某些诱发因素的作用下发生集聚，如果政府没

有在第一时间进行回应，爆发点就会出现 ［１９］ ，这时网络舆情容易达到“燃烧阈值” ，打破

原有的信息平衡和稳定，瞬间扩大升级 ［２９］ 。 重大公共卫生安全事件的诱发因素主要是网

民的恐慌心理，网民“出于对自身和他人安全的考虑而产生的一种担心、忧虑乃至惊恐的

应激性反应， 在社会整体层面上往往导致出现过度关注、密集传播或集群行为现象” ［３０］ 。
就本次疫情来看，公众的恐慌聚焦主要是疫情的传染性，因此，对于传染的严重程度和如

何防护，政府需认真回应，否则就容易引爆舆情。
首先，武汉市政府没有对舆情事件的严重程度进行恰当回应，以致引爆舆情。 对于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传播途径、传播范围以及传播性质，当地政府都缺乏清醒认识，也没

有高度重视，如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９ 日武汉市文旅局宣布向市民开放 ２０ 万张惠民券、２０ 日的

湖北春节团拜会文艺演出和 ２２ 日启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二级响应等都是重视程度不

高的表现。 地方政府重视不够，公众对此也就缺乏充分的心理准备，以至于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２０ 日下午钟南山院士突然宣布存在“人传人”现象时，舆情开始集结。 等到了 １ 月 ２２ 日

２３ 点，专家组成员王广发的微博“可防可控”论断突然点燃爆发点，将舆情推向高潮；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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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网络评论文章数量由此前的 １ ０００ 篇以下猛增至 １０８ ３６６ 篇（见图 １） 。
其次，对舆情事件的困难程度重视不够，不断出现爆发点。 疫情蔓延以后，应针对疫

情防控所需医疗保障、生活保障、生产保障、安全保障、舆论管控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对

于可能存在的困难、解决困难的措施都要做好预案。 否则，一旦任何一个问题处置不力，
都会成为一个舆情爆发点。 例如，口罩问题就成了一个舆情热点（见图 ２）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２３ 日，新浪网友＠ 下酒猫有关“口罩重复使用”的微博被转发达 ３３ ７２１ 次（见表 １） 。 此

外，疫情症状也是一个舆情爆发点，如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关于“发热咳嗽并非新冠肺炎唯

一首发症状”的微博也引发了舆情高度集中，相关文章数达 １０９ ３０７ 篇（见表 １） 。 其他如

“红十字基金会的玉米爱心基金，不到 ２４ 小时，收到善款 ５８４ ０４３．６９ 元”事件，相关文章

数甚至高达 １７７ ８３８ 篇（见表 １） 。 可见，此时由于地方政府对疫情困难程度预估不准、应

对不足，困难不断爆发，舆情也不断被引爆。 从图 １ 的 Ｓ 曲线中我们可以看出，舆情自 １
月 ２０ 日被引爆以来持续高涨，直到 １ 月 ２５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后才不再继续高涨。
　 　 （三）疫情蔓延期的回应无效与网络舆情反复

网络舆情反复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媒体的持续关注和参与主体之间的博弈 ［１９］ ，考验的

是地方政府的治理效果。 如果地方政府治理有效，舆情会逐渐平缓，并最终消退。 前面

提到，影响地方政府治理效果的因素包括地方政府的主观重视程度、治理者的治理能力

和治理机制等。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２５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后，地方政府开始重视疫情事件，
但由于自身危机治理能力和体制机制的原因，最终武汉市地方政府在疫情蔓延期无法有

效地对公众进行回应，以致网络舆情不断反复。

图 ２　 新冠肺炎舆情话题聚焦图

数据来源：清博大数据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４ 日 ９ 点。

·７９１·

邝良锋，罗昱夫：网络舆情的实质与治理———基于新冠肺炎的舆情分析



表 １　 新冠肺炎舆情事件走势

时间 事件 相关文章数

１ 月 ２２ 日 疫情专家感染，病情好转，反思，未戴防护镜 ６１ ９６６
１ 月 ２３ 日 ／ ／ ＠ 下酒猫： ／ ／ ＠ 叶子溪 Ｄｏｕｂｌｅｌｅａｆ：疫区医护人员口罩并不是四小时一更换，隔

离衣也是轮着穿
３３ ７１２

１ 月 ２４ 日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发热咳嗽并非新冠肺炎的唯一首发症状 １０９ ３０７
告急！！！ 武汉各大医院紧急求援！！！ ６２ ０５９

１ 月 ２５ 日 夜鹰提供自查方法及就诊策略，告诫大家不要恐慌性涌去医院，避免仅为流感、感

冒而在医院被交叉感染
２４ ２９２

武汉为什么不及时采取措施？ ２７ ４７０
收集读起来能让人安心和放松的内容 ３６ １９１

１ 月 ２６ 日 红十字基金会的玉米爱心基金，不到 ２４ 小时，收到善款 ５８４ ０４３．６９ 元 １７７ ８３８
１ 月 ２８ 日 生活才是最好的编剧，网友脑洞大开，情节构造“疫囧” ２１ ８１６
２ 月 １ 日 每天都在刷新下限 １３ ７９８
２ 月 ９ 日 ＠ 观察者网［被声讨的“晋江毒王”一家：感到很抱歉，但我们没有撒谎］ １２ ９７５
２ 月 １０ 日 网友贴身照顾患病母亲 ５ 天未被感染，分享防护方法 １５ ９５７
２ 月 １５ 日 ／ ／ ＠ 徐小狙： ／ ／ ＠ 兔赛德： ／ ／ ＠ 不许看 Ｂａｂｙ：指挥部管委会健康局，口罩几万几万

地发，防护服几千几千地给，一到一线医院，发手套消毒液……
５１ ４３０

紧急提醒！ 我们还要“禁足多久” ？ ５ ３２８
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研究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工作时的讲话 ４ ０４４

２ 月 １７ 日 我终于被逼“下岗”了！ ３ ８０９
２ 月 １８ 日 亲属隐瞒病情送医做脑出血手术，导致 ６ 位医护人员成为高危感染人群 ８ ５０９

大家，流行病还没有结束！！！！！ ［南部县水务局］ ５ ６２４
疫情下日本现在的情况，以及各种“迷之操作” ３４ ２５４

２ 月 １９ 日 为纪念此次抗战新冠病毒，日本口罩猫走红，在中国地区所有收益全部无条件捐

赠武汉慈善总会
３ ９５８

２ 月 ２０ 日 老百姓在家打麻将挨打；

老师在无人的街道跑步没戴口罩被执法；
４０ １５０

２ 月 ２２ 日 ＃最新疫情通报＃［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２１ 日 ２４ 时广州市“新冠肺炎”疫情情况］ ５ ９５６

　 资料来源：新浪网微热点舆情平台。

　 　 地方政府治理能力不足引发舆情反复主要表现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信息公开能力

不足导致公众参与无效引发舆情反复。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 对

涉及公众利益调整、需要公众广泛知晓或者需要公众参与决策的政府信息，行政机关应

当主动公开。 可见，信息公开是公众参与国家治理的一种重要途径，地方政府的信息公

开能力是公众参与需求获得有效回应的一项重要因素。 根据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的人民网调

查，网民对信息公开的内容真实性和涉及自身利益的信息反应强烈 ［３１］ 。 也就是说，在重

大疫情事件中，公众对疫情信息的知情权特别看重。 为此，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２５ 日的中央政治

局常委会和 １ 月 ２７ 日的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都特别

强调“要及时准确、公开透明发布疫情，回应境内外关切” 。 从图 １ 的 Ｓ 曲线来看，这个时

候网络舆情比较高涨，说明公众对疫情信息公开抱有极大期待，这对于舆情治理是非常

有利的。 如果此时地方政府治理得当，舆情可能会走向平缓。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２６ 日，随着国

际球星科比的新闻播报，舆情信息量急速下降，从最高峰的 ２３４ ３８０ 条降至８６ ０７８条，下

降了 ６３．２７％（见图 １） 。 但随着 １ 月 ２７ 日武汉市政府主要领导对以往疫情信息披露不及

时的一番托词被报道，舆情迅速翻转，相关信息暴增至 ２１８ ３７２ 条，增幅超过 １５３％（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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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 可见，地方政府在信息公开能力方面存在不足，无法有效实现公众对于疫情信息的

知情权，以至于网络舆情出现反复。 另一方面是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不足引发舆情波动。
根据《求是》杂志社 ２００５ 年的一次网络调查，超过半数网民对政府公共服务不满意 ［３２］ 。
这种不满意主要表现在“公共服务供需不匹配、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不均衡、公共服务效率

与质量不高”三个方面 ［３３］ 。 如果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出现这三个方面的问题，网络舆

情将会出现异常波动。 根据表 １ 的舆情事件走势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自从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２５ 日舆情进入反复期以来，引起舆情较大波动的三个事件分别是 １ 月 ２６ 日的红十字基

金会事件、２ 月 １５ 日的“口罩分配”事件和 ２ 月 ２０ 日的在家打麻将被处罚同类事件，它们

的媒体关注文章数量分别为 １７７ ８３８ 篇、５１ ４３０ 篇和 ４０ １５０ 篇。 根据《新京报》的报道，
红十字基金会事件引起网络舆情的主要原因是“捐赠物资因未付邮费被拒收” ，而公众又

非常急需 ［３４］ ，这是典型的公共服务供需不匹配现象；“口罩分配”事件源于口罩集中于行

政机关，而一线医院则出现口罩和防护服匮乏现象，是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严重不均衡的

表现；发生在家打麻将被处罚同类事件则是由于地方政府要么防控措施疏漏，要么极端

化防控，防控效果不理想，是公共服务效率与质量不高的典型表现。
为什么会存在这种地方政府治理能力不足的情况？ 除了前面提到的地方政府治理者

主观上对舆情事件定性错误和不重视以外，还要从目前的体制机制进行分析。 有学者指

出，本次疫情中存在着一种“无过主义”的官场病，表现为：一是压缩主动行为，扩展被动

行为，宁可无作为被训斥，也不愿乱作为被处罚；二是上面任务太多、要求太高，下面难以

应付 ［３５］ 。 正是因为这样一种官场病，武汉市政府部分治理者在疫情暴发后不愿意承担风

险、害怕风险，千方百计想要压制舆情信息。 同时，治理资源悬浮化导致地方政府治理资

源有限，以至于缺乏必要的治理资源对公众需求进行有效回应。 例如，在疫情暴发后，地

方政府迫切需要医疗物资和各种援助，但由于捐赠机制不畅通等问题，红十字会又拒绝

接纳捐赠物资。 可见，造成治理资源悬浮化的体制机制也是影响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的重

要因素。
（四）疫情平稳期的回应有效与舆情消减

如果地方政府能够采取有效的舆情处置措施，舆情曲线会出现平息点，舆情将进入

消减阶段 ［１９］ 。 中共中央政治局于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２１ 日召开会议，强调“目前疫情蔓延势头

得到初步遏制，防控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全国新增确诊病例数和疑似病例数总体呈下

降趋势，治愈出院人数较快增长，尤其是湖北以外省份新增病例大幅减少” ［３ ６ ］ 。 在中央

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总要求下，地方政府改变了疫情治理策略，地方疫情治理取得明显

成效，这对于舆情信息由反复走向平缓起到了关键作用。 从图 １ 的 Ｓ 曲线可以看出，２ 月

２１ 日，舆情热度呈现出明显的下滑趋势。 在中央和地方的共同有效治理下，网络舆情进

入消减阶段。
首先，随着武汉市疫情治理策略的改变，舆情开始走向平稳。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１３ 日，武

汉新任市委书记王忠林走马上任三天后立即启动“为期 ３ 天的集中拉网式大排查”等积

极措施 ［３ ７ ］ 。 正是基于对新任市委书记疫情治理态度的积极期待，网民舆情热度相比之

前虽然没有明显下降，但也没有爆发式增长，而是维持在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 图 １ 的 Ｓ
曲线显示，从 ２ 月 １７ 日至 ２ 月 ２０ 日，舆情相关文章数量一直在 １３３ ３５７—１４９ ５８７ 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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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徘徊，没有出现大的波动。 这也验证了我们此前的观点，即网络舆情越来越理性化。
因此，此时网络舆情开始出现观望状态，有平稳趋势。

然后，随着武汉市疫情治理成效的初步显现，舆情走势明显下滑。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２０
日，中央指导组成员、国务院副秘书长丁向阳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从总体上看，湖北

省、武汉市的疫情已经从过去的爆发式增长走向趋缓” ［３８］ 。 这一天也就成为舆情信息的

拐点，图 １ 的 Ｓ 曲线也呈现出下滑趋势，２ 月 ２１ 日的舆情相关文章数量为 １３６ ５６５ 篇，比

２０ 日下降了 ８．７％。 随着中共中央政治局 ２ 月 ２１ 日召开会议，肯定“防控工作取得阶段

性成效” ，舆情热度迅速下降。 ２ 月 ２２ 日，舆情相关文章数量下降至 １０３ ８０８ 篇，比 ２１ 日

下降了 ２３．９９％。
最后，舆情消减也与其他地方政府对疫情的治理效果有关。 疫情治理需要各地方政

府之间通力协作，仅依靠湖北省或武汉市单打独斗是难以取得良好的治理效果的。 对于

此次疫情，中央建立了联防联控机制，强调各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如北京的“坚持科学

防控、群防群治” 、天津的“以战时状态、战时机制、战时思维、战时方法狠抓各项任务落

实”和河北的“ 以实际成效当好首都政治‘护城河’ ” 等 ［３４］ 。 “联防联控，西安在行动”
“抗击疫情高校在行动”等热点微博折射的就是全国人民围绕党中央团结一致、共同抗击

疫情的行为（见表 ２） 。
表 ２　 热点微信微博

序号 热点微信 热点微博

１
公民预警不能当成造谣对待———兼谈

对公布疫情法定程序的思考
世界各方对中国疫情的反应展望

２
方山县教育科技局致全县学生和家长

的一封公开信
疫情肆虐，逆市受益的行业和公司一览

３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消毒工

作指南
联防联控，西安在行动———致全市社会组织倡议书

４
武汉疫情背后的 ４ 大刑事风险，小心

坐牢

加强疫情防控，云南在行动———“云南温度”让滞滇湖

北游客心理“暖洋洋”

５
红安县疫情形势、防控情况怎样？ 疾

控中心专家为您解答

１ 月 ２６ 日，武汉火神山医院施工第 ３ 天，建设工地如火

如荼，电力工程项目准备工作也在紧锣密鼓的推进中

６ 关于武汉的 １０ 个好消息！！！
加强疫情防控，云南在行动———普洱市发布重大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 １６ 条措施

７
麻将馆暂停营业！ 省际客运班线暂停！

乐山关于疫情最新规定在这里！
抗击疫情高校在行动———抗击新型肺炎我们在行动

　 数据来源：清博大数据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４ 日 ９ 点。

四、构建网络舆情治理的回应机制

由于网络舆情实质上是政府回应问题，而不是信息治理问题，因此，从舆情酝酿阶段开始，
政府就应该提前做好应对准备，及时回应公众关切，从源头上进行有效干预。 否则，政府关于

事件的处理措施会被无限放大，爆发点就会出现。 这时候，随着谣言不断，舆情会不断反复，
“政府要通过依法解决或者公布实情来阻止这种情况发生” ［１９］，舆情才会最终消退。 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舆情发展进程也进一步表明，网络舆情从酝酿经过爆发、反复发展到消减平缓，与各

级地方政府对疫情的治理效果密切相关。 因此，应该改变网络舆情治理思路，由信息治理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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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通过增强地方政府对于舆情事件的回应实效来从根本上解决舆情问题。
（一）重视政府回应的公共需求

既然网络舆情实质上是政府回应问题，那么，重视公共需求是进行网络舆情治理的基本前

提。 从理论上来说，主权在民，为社会公众服务是所有公共机构应该确立的基本服务理念。 但

在社会实践中，“对公民负责， 维护公共利益，远没有成为公共行政人员最基本的责任意识”，
这主要是因为对公共服务人员的考核、任免等评价环节完全由上级机构掌握，对公众负责变成

了对上级负责［３９］。 因此，要使公共服务机构对公众负责成为服务人员的一种自觉理念，就应

该让公众成为评价和约束地方服务人员的重要力量。 有学者提出：“将公民纳入地方治理活

动中，切实推进公民参与。” ［４０］这就要求我们对现有的绩效考评机制进行真正的改革，让公众

成为公共服务考评机制的重要参与者。 只有如此，地方公共服务机构才会真正重视公众需求。
重视公共需求落到实处就是要解决需要回应的具体问题。 由于网络已经成为公众关注和

了解社会热点事件的主要途径［４１］，因而政府对公众的回应状况直接关系“网络舆情的发展走

向” ［４２］。 因此，地方政府可以根据网络舆情的聚集状况反思需要回应的具体问题。 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舆情每一次大的舆情波动都与公众对疫情问题的关切有关，如前面提到的口罩、防护

措施等问题。 只有弄清楚需要回应的具体问题，才不会将舆情问题当成信息问题来治理，也才

能提出针对性的舆情治理方案，在网络舆情发展的每一阶段抓住舆情治理的根本要点。
重视公共需求还需要地方治理者克服自身的官僚主义倾向。 在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２３ 日的政治

局会议上，针对抗击疫情过程中“敷衍应付、作风飘浮，工作抓而不细、抓而不实”的官僚主义

倾向，习近平提出了严厉批评［４３ ］。 因此，在满足公众需求的过程中，领导干部首先要带头树立

关心公众需求的榜样。 “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领导干部往往是风向标，领导干部带

头重视会形成一股重视公众需求的良好风气。 如上文所述，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１３ 日，武汉新任市委

书记王忠林上任后的一系列扎实作风直接推进了舆情的稳定和平缓。 当然，这需要我们的地

方治理者不断端正思想路线、组织路线和群众路线［４４］。
（二）提高政府回应能力

大部分舆情事件都具有突变性和危机性，特别是经过互联网催化作用后，表现为“高度的

复杂性、透明性、突变性和不确定性” ［４２］。 因此，舆情事件发生后，公众的需求也会变得不确定

和复杂。 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初期，正是不确定性使得地方领导对舆情事件的严重性和

困难性认识不够，以至于舆情突然爆发；而疫情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突变性和复杂性使得地

方政府难以有效应对，从而造成舆情不断反复。 因此，必须提高地方政府应对复杂事件的

能力。
首先是提高危机预测能力。 危机预测能力是指在舆情事件酝酿初期就能够准确判断出舆

情事件的严重后果和面对的困难，并作出恰当应对预案的能力。 这一方面需要给专业性部门

配备专业性领导，避免因外行领导内行而耽误决策；另一方面鉴于地方政府领导千头万绪，不
可能样样专业，因此需要加强干部循证决策能力，强化依靠专家决策的能力。 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疫情初期就有部分医生提出过预警，武汉市也拥有国内先进的病毒研究所，但在地方政府早

期疫情应对决策的过程中并没有发挥最大作用。 可见，此时的地方部门领导既不是业务型领

导，也没有循证决策能力。
其次是提高问题解决能力。 重大舆情事件发生后，公众需求也会变得复杂多样，需要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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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应公众需求时做到供需匹配、分配均衡和供给高效［３３］。 供需匹配就是在舆情事件发生后

要及时了解网民的需求，切实解决网民关心的现实问题，如对信息进行公开、为疫情提供必需

防护物质等，而不是避重就轻，甚至压制网民需求；分配均衡就是实现地区、部门之间的公共必

需品均等化、公平化，特别是注重治理资源向基层倾斜，向一线倾斜，而不是搞特权化；供给高

效就是对网民需求进行回应时要注重策略优化，提出符合客观实际的措施，防止政策出现偏

差。 总之，“采取恰当的方式处理好外部关系，加强媒体沟通、倾听社会意见，维护公众

利益” ［４４］。
最后是提升危机善后能力。 在一些网络舆情危机中，当危机发生时， 危机主体或回应主

体常会发布承诺性信息， 通过给公众制造“远景期待”来减少当下舆论带来的压力，但由于没

有及时履行承诺，反而引发更大的舆情危机［４５］。 可见，危机善后在根本上也是对舆情问题进

行回应。
（三）解决回应瓶颈

由于多重风险交织下的公共危机也是一种制度危机，制度供给不足也是危机得以发生和

蔓延的主要因素之一［４６］，因此，地方政府对公众回应的效果除了与地方政府自身主观原因有

关以外，也与制度供给不足有很大关系。 上文提到影响地方政府回应能力的机制因素包括地

方政府官僚主义和治理资源悬浮化。 因此，解决回应的机制瓶颈还需从这两方面着手。
首先是构建基层治理新格局。 在后官僚时代，基层治理的权力中心从政府为主体转向非

政府组织、非营利机构和其他民间组织渗透，构成了新的相互平行的多元治理主体［４７］。 为此，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基层治

理新格局。 这实际上就是构建了一个开放和包容的政府。 在这样的基层治理格局下，“在政

府内部与外部必须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 以利于政府组织内部运行和外部运行始终处于良好

的状态”，实现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零距离” ［４８］。 在这样的新格局下，地方政府不存在舆情

信息封闭，因为“形成了整个社会完整的网络体系， 便于各类信息的传输、共享” ；也不存在地

方政府舆情决策的“群体盲思”，因为“政府不能把自己看成是万能的， 自身的运转与功能的

发挥必须有赖于周围环境” ［４８］。
其次是下沉基层治理资源。 ２０１８ 年，习近平在深圳龙华区民治街道北站社区考察时指

出，“要把更多资源、服务、管理放到社区” ［４９］。 将治理资源下沉到基层一方面是由于舆情是

“社情民意” ［１９］，舆情事件的源头在基层；另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现有政府管理体制造成“地方

政府服务性功能多但职权和财政资源有限”，以至于难以有效地回应民众需求［４０］。 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疫情中出现“口罩”问题就是基层治理资源有限的典型表现。 在治理资源下沉方面，
广东惠州有成功的经验，其主要措施包括“赋权增能，确保基层事情基层办；减少层级，确保基

层权力给基层；资源下沉，确保基层事情有人办” ［５０］。 此外，更为迫切的是采取切实可行的措

施，使这些资源摆脱悬浮状态，扎根于基层，成为基层治理的强大力量［５１］。
最后是落实联防联控机制。 中国各地区之间存在差异，对于落后地区而言，下沉基层治理

资源并不能马上解决这些地区的治理资源有限问题。 而且，当出现重大舆情事件时，舆情影响

力远超出一个地方职能部门单独应对的能力范围。 因此，需要多地区、多部门建立联防联控机

制进行综合治理。 该机制在本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舆情事件中被首次提及。 综合本次舆情事

件经验，实施联防联控机制要注意三个关键点。 第一个关键点是确保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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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旦有了中央部署，舆情便会得到有效治理。 Ｓ 曲线在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３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后

的理性回落就是对中央政策的舆情反应（见图 １）。 第二个关键点是各地要密切配合。 在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舆情事件中，每当各地配合有力之时，舆情便呈现积极态势。 如表 ２ 的“武汉火

神山医院施工”“联防联控，西安在行动”“联防联控，云南在行动”等热点微博微信，就是对各

地协调行动的舆情反应。 第三个关键点是流程科学化。 前制度化的流程既需要依法治理，如
舆情信息披露等，也需要科学治理，如舆情事件分析等，更需要精准施策，如重点与非重点分类

施策等。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舆情的不断反复就与地方政府在信息披露等环节的不规范化

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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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 储建国． 整治战“疫”中的官场病［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０－０２－２６）［２０２０－１２－０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ｒｍｌｔ．ｃｏｍ．ｃｎ ／

２０２０ ／ ０２２６ ／ ５７０２５５．ｓｈｔｍｌ．
［３６］ 政治局会议：疫情防控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但拐点尚未到来［ＥＢ ／ ＯＬ］．（２０２０－０２－２２） ［２０２０－１２－

０３］．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ｃｎｒ．ｃｎ ／ ｎａｔｉｖｅ ／ ｇｄ ／ ２０２００２２２ ／ ｔ２０２００２２２＿５２４９８６５１４．ｓｈｔｍｌ．
［３７］ 王忠林部署武汉开展三天集中拉网清底大排查［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０－０２－１７）［２０２０－１２－０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ｈｕｂｅｉ．ｇｏｖ．ｃｎ ／ ｚｗｇｋ ／ ｈｂｙｗ ／ ｈｂｙｗｑｂ ／ ２０２００２ ／ ｔ２０２００２１７＿２０３９３６４．ｓｈｔｍｌ．
［３８］ 首次！ 中央指导组湖北现场新闻发布会，释放信息很有分量！ ［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０－０２－２１）［２０２０－１２－

０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ｓｏｈｕ．ｃｏｍ ／ ａ ／ ３７４６６８８３３＿４６４３８７．
［３９］ 曹淑芹． 公共性、社会公平、责任意识与服务理念———重塑公共行政的精神［Ｊ］． 内蒙古大学学报（人

文社会科学版）， ２００６（４）： ４６．
［４０］ 刘雪华，辛璐璐． 公民参与视野下的政府信任差序化危机及应对［Ｊ］．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２０１５（２）：５４．
［４１］ 李涛，等．数据挖掘的应用与实践———大数据时代的案例分析［Ｍ］．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 ２４６．
［４２］ ＨＡＮＳＥＮ Ｌ Ｋ， ＳＡＬＡＭＯＮ Ｐ．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ｅｎｓｅｍｂｌｅｓ［Ｊ］． 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ｍａ⁃

ｃｈｉｎｅ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１９９０， １２（１０）： ９９３－１００１．
［４３］ 习近平：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的讲话［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０－０２－

２３）［２０２０－１２－０３］． ｈｔｔｐｓ： ／ ／ ｂａｉｊｉａｈａｏ．ｂａｉｄｕ．ｃｏｍ ／ ｓ？ ｉｄ ＝ １６５９３４２６２４３０１１５９２１１＆ｗｆｒ ＝ ｓｐｉｄｅｒ＆ｆｏｒ ＝ｐｃ．
［４４］ 徐宪平， 鞠雪楠． 互联网时代的危机管理：演变趋势、模型构建与基本规则［Ｊ］． 管理世界，２０１９（１２）： １８６．
［４５］ 周庆安， 赵文才． 新闻发布如何回应次生危机［Ｊ］． 新闻与写作，２０１７（４）：５２．
［４６］ 孙晓军， 孙同妨． 多重矛盾下公共危机的治理潜能及其转化性开发［Ｊ］． 贵州社会科学， ２０２０（１）： １３．
［４７］ 任晓林． 官僚制的终结与后官僚制时代的兴起———兼论公共管理发展的新背景［ＤＢ ／ ＯＬ］． （２０２０－０３－

０２）［２０２０－１２－０３］． ｈｔｔｐｓ： ／ ／ ｍｐ．ｗｅｉｘｉｎ．ｑｑ．ｃｏｍ ／ ｓ ／ ＫＳＥ５ｒＴ－ｈＲＤｈ５ＰＹｓｒｂＲｗｂＢｗ．
［４８］ 任晓林．论政府的开放性［Ｊ］．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０４（３）： ２５．
［４９］ 习近平：高举新时代改革开放旗帜 把改革开放不断推向深入［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８－１０－２５） ［２０２０－１２－

０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ｌｅａｄｅｒｓ ／ ２０１８－１０ ／ ２５ ／ ｃ＿１１２３６１４５２０．ｈｔｍ．
［５０］ 惠州市委编办． 重心下移资源下沉， 推动构建简约高效的基层治理体系［Ｊ］． 中国机构改革与管理，

２０１９（１０）： ４１．
［５１］ 梁平． 正式资源下沉基层的网格化治理———以河北“一乡一庭”建设为例［Ｊ］． 法学杂志， ２０１７（５）： １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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